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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世界中的欧阳修
——古代经典作家知识结构的一个案例分析

何宗美

摘 要 目录学史所形成的经、史、子、集四部，不仅是古代图书的一种分类，更是一种

知识结构，这种结构一经形成便造就了可供古代作家思想、学术、文学生长发展的知识场域

和知识路径。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在知识表征上，他同样栖身于四部，并非只以

集部的文集传世。四部皆能见到欧阳修其人其著，四部的共同场域产生相互映衬的传播影响

力。存于子部的欧阳修著作是相对弱的一支，但从著述史、目录学史以及生活史、文化史角度

加以审视，其意义仍不可低估。如他的《洛阳牡丹记》引发了一类著述的兴起，产生了目录体

系的新类别，修正了目录学史。他被收入子部的生活类著述，极大地促进了生活、闲情与文学

的一体化。将子部作为一种方法，不仅能使我们重估欧阳修，而且也能加深对古代其他经典

作家以及文学史、接受史的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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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20 世纪以来文学研究共同风气的影响，我们对经典作家的研究长期主要在两个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成果，即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其中，作家研究又主要集中于生平与思想，作品研究则主要集中于

创作与审美，由此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不断积累，日益丰厚，使研究得到推进。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深

深感到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越是经典的作家，目前的研究越是陷入了困境。有一种学术现

象显而易见，即今天以研究某一经典作家而成名的学者已经越来越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研究视

野已全面拓开使研究格局不断散点化，二是经典作家在失去作家、作品研究的旧路径后一时面临着尚难

越过的瓶颈。但这不能归咎于已有研究本身，只是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有待突破。毋庸讳言，过去的研

究一直存在某种惯性，就作家研究作家，就文学研究文学，条分缕析，格局分明。近年来虽已大为改观，

但仍然不能说已经根本找到了经典作家研究的新思路。对此，无疑有诸多潜在性等待研究者探索，但有

一个根本点理当作为共识来加以重视，即研究者不可忽视一个基本事实：古代作家的知识结构往往贯通

经、史、子、集四部，这一特点在经典作家身上体现得尤其突出。研究古代作家诗文时，人们习惯性地将

关注重心放在作家的时代社会生活方面，而容易忽略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四部的经、史、子、集同样是作

家思想的重要源泉，本该顺理成章地从经、史、子、集的知识系统中探讨作家作品。经、史、子、集以多种

形式进入作家的思想世界，形成不同作家思想情感和文学的多样性。本文以子部的方法路径考察欧阳修

的知识、思想和文学世界，便是从传统目录学和古代知识体系来探讨一个经典作家，将文学史与目录学

史、著述史、生活史等置于共同场域，以期重新认识欧阳修，重估欧阳修的历史价值，并尝试以子部作为

方法的一种学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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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录学与古代作家的知识结构

对于传统之学来说，目录学被认为是“一切学术之纲领”[1]（P1），“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
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2]（P3）。历来因重目录之学，则目录之著通常视为读书治学之首备，故近人
有“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之说 [3]（P139）。毫无疑问，不具“纲领”，未得
“津逮”或“门径”，则学术无以立，学问无由达，目录之学、目录之著的重要性由此可知。

但是，对目录学的重视此前很少与文学研究联系起来。这里将目录学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取决于

我们对它与著述史密切性的认识，一方面著述史决定了目录学史，另一方面目录学史也对著述史发挥制

约作用，包括定性、定位、取舍等。著述史展开来说，覆盖了思想史、学术史、文学史等方面，因此，研

究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也就不能忽视目录学和目录学史，这不是仅指作为传统眼光认识到的学问门

径、治学津逮或学术纲领而言，而是指目录学、目录学史深刻影响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生成。以文

学史为例，目录学或目录学史的影响体现在若干方面：首先，目录学史所形成的经、史、子、集四部，不

仅是古代图书目录的一种分类，更是一种知识结构和知识系统，这种结构系统一经形成之后，便为古代

作家造就了一个知识场域和知识路径，几乎任何人都不可能离游其外。可以说，目录学的四部分类意味

着古代中国系统化知识世界的形成和稳定，它使古代作家具有了可以畅游其间的思想宇宙。其次，目录

学中的四部体系是一个古代意识形态体系，四部犹如四纲，但四纲又有区分，经、史为核心，子、集为枝

条，其中经为核心之核心，集则为枝条之枝条。这种思想意识和体系结构深刻地内化为古代作家的个体

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决定了古代作家的知识基础总是立足于经、史、子或侧重于其中的一个领域，他们

的文学思想往往是依经、史而论文，统百家而游艺，从其创作而言，则经、史、子往往成为文学之集的内容

和质料，舍经、史、子则难以为文，至少除自然、社会之外的重要创作源泉是来自经、史、子的知识世界，作

家身上经、史、子的观念还影响了自然、社会创作源泉的意义生成。通常的情况是，古代的经典作家往往

不是单纯的诗文作家，而是在经、史、子或其某一领域造诣颇深，或虽无著述而得其精华，有的甚至本身

就是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或子学家，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则越是淹通三部、学有根柢的作家，越是作品深

厚，意趣丰富，受到推崇，流传亦远。其三，当四部分类和知识体系成为共识以后，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学

术和文学的生成也以四部体系为内在的知识场域，同时四部又各自形成一个次知识场域即经、史、子、集

四个场域，每一场域虽亦存在较为清晰的知识边界，但一场域往往与另几个场域的交融映照，存在场域

大小、盛衰之差异带来的影响，而生发于其间的任何一个思想、学术和文学作品，皆非单一场域的产物，

而是共生的结果。这就形成一种古代中国文学的时代现象，即文学除受到其时代社会场域直接作用外，

还受到其时代经学、史学、子学知识场域的深刻制约，既产生经学、史学、子学对文学的挤压，也产生经

学、史学、子学对文学的促进，形成较为复杂的场域关系，由此出现此盛彼衰或彼此盛衰与共的情形，其

中对于文学来说，子学的情况则具有一定独特性。子学最发达的时代往往是文学最繁荣的时代，战国时

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晚明清初以及清末民初，概不例外。唐宋时期佛教的繁荣，也属于子学和子部兴盛

的例子。这是因为子学发达意味着思想更为开放，而开放时代的思想场域则更具活力和创造性，思想因

素更为多元丰富，同时与经学、史学对文学产生约束力不同，子学本身就包罗万象，这等于给文学提供了

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世界，为此文学的内在意蕴也变得更为丰富活泼而具个性气质。这便构成一个时代

作家的共同知识结构和思想特征。

二、四部知识体系中的欧阳修

四部体系被确立为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这不仅决定了每一个时代知识体系的结构，也决定了每一

个士人知识体系的结构。文学领域的作家自然不能例外。所以，从四部知识体系来审视一个作家的思想、

知识和文学世界，无疑是更符合事实的。当一个作家进入历史以后，他真正的存在即在于四部体系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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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场域之中，他的四部场域越大则其影响力越大越持久，这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借助了中华民族共同知识

体系和知识场域经、史、子、集的存在场及持续力，故能经久不衰，百世流芳。

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必然也存在于四部体系之中。撇开其政治影响，如果欧阳修没有在

经学、史学、子学方面的造诣、著述和影响，那么他的文学将是另外一番模样，很难产生像我们今天所知

道的欧阳修那样崇高的地位。尤其是自宋代以后，一个没有经、史、子或某一领域杰出建树的作家已很

难成为文学主流作家，这一点从苏轼、归有光、李贽、袁宏道、张岱、钱谦益、王士禛以及清代桐城派代表

作家何以能取得深刻影响便不难而知，而明代复古派的领袖们在后来的文学史中之所以不能稳居文坛

首席地位，一个被攻击的重要软肋就是无学，而所谓学就是经、史、子诸方面的深厚造诣。这种文学认识

的思想基础就是从四部知识体系给予的观念中孕育出来的，这可以说是理解宋代以后文学生成、文学批

评、文学影响之大端。

四部知识体系内化为古代作家的知识世界并以著述的形式外现出来，不同作家外现的情形不同，这

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生活在北宋前期集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于一身的欧阳修，恰处于

四部知识体系作为那个时代整体同时也作为那个时代个人知识结构建构的重要时期。虽然欧阳修子学

一支有的方面诸如佛老等因来自时代的压制而显得较为薄弱，但他已是初步融贯四部且取得著述成就

的古代作家，在他之前此类作家还不多见。从这一点看，他是文学史以来自觉构建宏大的四部知识体系

并以此进行创作的文学家，此为研究欧阳修和研究文学史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进入经、史、子、集体系的欧阳修并非只以集部作品传世，而是各部皆能见到其人其著，且除其文集

外，另有一些著作影响深远，其栖身各部的著作构成共同影响场域，传播力和影响力远胜文学作品单枪

匹马的效果。宋人目录学著作《郡斋读书志》收入欧阳修著作 9 种：经类收《诗本义》15 卷，史类收
《五代史记》75 卷、欧阳修参撰《新唐书》225 卷、参撰《崇文总目》64 卷，子类收《牡丹谱》1 卷、《归
田录》6 卷、《欧公诗话》1 卷，集类收《欧阳文忠公集》80 卷、《谏垣集》8 卷 [4]（P66，194，193，402，
540，575，601，98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除《诗本义》《新唐书》《新五代史》《崇文总目》《牡丹
谱》《归田录》《六一居士集》《从谏集》《诗话》外，还于经之易类收《易童子问》3 卷，史之目录类收
《集古录跋尾》10 卷，《集古目录》20 卷则列为其子欧阳棐撰 [5]（P11，36，102，104，231，232，297，340，
496，635，646）。清代目录学集大成者《四库全书总目》叙录欧阳修著述 13 种，包括收入经部诗类的
《毛诗本义》，史部正史类的《新唐书》《新五代史记》，目录类的《集古录》，子部谱录类的《洛阳牡丹

记》，杂家类的《试笔》，小说家类的《归田录》，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欧阳文粹》（陈亮编）、《居

士集》《欧阳遗粹》（郭云鹏编），诗文评类的《六一诗话》，词曲类的《六一词》，其中《试笔》《居士

集》《欧阳遗粹》列为存目，其他皆为著录，收入《四库全书》。这样，在清代官修最大的古代丛书《四

库全书》中，收入欧阳修著作就达到 10 种之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著在各类著述中的经典性。不用
说集部的《文忠集》，另如《毛诗本义》之于诗经学，《新唐书》《新五代史记》之于史学，《集古录》之

于目录学或金石学，《洛阳牡丹记》之于谱录学，《归田录》之于小说，《六一诗话》之于诗话，《六一词》

之于词，都是各个领域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这既反映了欧阳修广泛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建树，也说明欧

阳修不只是文学的欧阳修，更是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中的欧阳修，而这样的欧阳修也才是

历史上真正的欧阳修。

对于四部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中的欧阳修，从著述体系和目录体系去管窥，也只能识其一面。长期

以来，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欧阳修，是不是以四部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而出现呢？在此，我们先回到北宋

的知识场域中加以考察。苏轼的经典评价，可以清楚显示宋人眼中的欧阳修，他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

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

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6]（P316）这一评价是在为《六一居士集》作序时很正式地归纳总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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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其诗文七百六十六篇……次而论之”的基本结论，是对欧阳修文学做出的总体判断，但若以比较的

视野来看，苏轼的那番评判，与我们文学史通常的定位很不相同。在苏轼看来，欧阳修之为欧阳修，其意

义与价值绝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不说他的政治作为和为人品格，而就其思想和学养来说则在于“通经

学古”这个根本上，讲到“四似”则大体照应经、史、子、集的知识体系，并非只看“诗赋”一端。苏轼接着还

说：“此非余言，天下之言也。”[6]（P316）据此可知，此论代表北宋人的普遍看法，也就是说苏轼讲的才是
曾经出现在那个时代不可替代的欧阳修。

到了南宋，理学家兼文学家的朱熹曾在与周必大的信中很正式地给欧阳修作了一个较全面的评

价：“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泝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

《诗》、于《周礼》、于《春秋》皆尝反复穷究，以订先儒之缪；而《本论》之篇，推明性善之说，以为息邪

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祖尚浮虚、信惑妖妄者又远甚。其于《史记》善善恶恶，如

《唐六臣传》之属，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其他

文说，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余，然亦随事多所发明，而词气蔼然，宽平深厚……”[7]（P1690-1691）这里不
讨论朱、周二人因政治观念不同而就《范公神道碑》引起的争论，应该关注的是朱熹心目中的欧阳修是

怎样的。朱氏心中的欧阳修与苏轼所描述的显然存在共同处，他们都是就思想、知识与文学世界的整体

来看欧阳修的，其视野是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而不单是孤立的文学视野。或者说，欧阳修

是拥有经、史、子、集整体知识并有各方面著述和建树的杰出人物，而不仅仅是“文”的成就，即使其“文”

的成就，也是基于经、史、子、集知识体系和知识场域的必然产物。

欧阳修这种文化形象，一直延续到清代。清初文坛巨擘钱谦益心中的欧阳修，同样不止是纯粹作为

文学家的欧阳修，而是经、史、子、集知识体系中的欧阳修，尤其是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在当代欧阳修

研究专家洪本健先生整理的《欧阳修资料汇编》中，有关钱谦益论欧阳修的九条材料中，经学一条、史

学五条、子学一条、文学一条，另有一条则为论人即由“苏子瞻目欧阳公为天人”谈到“古之君子推前哲”

的问题，当然史学、子学的六条同时也涉及文学 [8]（P641-642）。从接受角度来说，有几个信息是值得我
们留意的：首先，同样是文学家的钱谦益，他对欧阳修的接受并非只是单纯的文学接受，而是包含了经、

史、子、集各方面，也就是说钱谦益接受的是整体的欧阳修而非某一局部。其次，史学方面的欧阳修更受

到钱谦益的重视，特别是《五代史记》（《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是钱谦益谈论最多、评价最高的，

也就是说就影响力而言，史学成就是欧阳修对后世产生影响的重要方面，如钱氏说“六经，史之祖也。左

氏、太史公，继别之宗也。欧阳氏，继祢之小宗也”，把欧阳修当作三座史学丰碑之一，并认为自“迁、固之

史”以后，“奋乎百世之下，断然以古人为法，而后世有所准绳，则无如欧阳氏矣”[9]（P1870-1871）。还有
一点，钱谦益对欧阳修的文学评价，通常是从其史著来说的，与今天文学史很大的区别是，他以《五代史

记》为欧文的杰作而不是欧集中的诗文。钱氏反复说：“欧阳氏之作《五代史记》也……则史家之法备

焉……以欧阳氏之史法，考之迁、固，若合符节。而其文章之横发旁肆，与太史公掉鞅下上，则又其余事

焉矣”[9]（P1870-1871），“欧阳子，有宋之韩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后，表章韩子，为斯文之耳目，其功
不下于韩。《五代史记》之文，真欲祧班而祢马”[10]（P1310），“仆初为学古文，好欧阳公《五代史记》，以
为真得太史公血脉”[10]（P1348）。一般人通常只就欧之文看欧之文，其实不然，欧之史恰恰是欧之文的
典范，至少清初的大文豪钱谦益这么认为，而且这种认识深深影响到钱氏的古文修养，这对我们真切认

识欧阳修及其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

近千年的欧阳修接受史是复杂多样的，纯粹就文学方面评价欧阳修，也无可厚非，但苏轼、朱熹、钱

谦益代表的是更具系统眼光的欧阳修评价，呈现的是四部知识体系中的欧阳修，这与从知识场域来审视

作家与文学的当代意识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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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欧阳修的子部著作及其影响

相较于人们对欧阳修经、史、集的研究，其子部方面的研究则颇为薄弱。在诸如黄进德《欧阳修评

传》，王水照、崔铭《欧阳修传》，洪本健《欧阳修和他的散文世界》等较为系统研究欧阳修的著作中，欧

阳修子部著作皆处于不太被重视或未受关注的状况。近年成书的洪著撰有《欧阳修的笔记〈归田录〉》

一节，难能可贵地讨论了《归田录》“创作与传播”“史料价值”“人文价值”之专题 [11]（P290-316），但这
种研究一是十分少见，二是不能改变欧阳修子部著作整体上受到忽略的面貌。欧著中子部原本就显弱一

些，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的情况也大体未变。不仅如此，在四部之中，相对于经、史、集来说，子部较为特殊，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所谓“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12]（P1191）。子书门类杂多，往
往游离于六经、正史和文以载道的思想之外，不仅为六经之余，亦为史、集之余，在四部中处于边缘化地

位，容易受到整个文化场域的压制、排斥和漠视。

但子部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相对活跃的时代，子部往往异常繁荣。一些地位显赫的思想家、

文学家的子部著述，也能促进子部地位的提升。欧阳修生活在儒学正统地位不断强化的时代，而他本人

也是典型的儒家正统主义者，但宋代两种文化倾向促使子部著述的发展成为可能，也让欧阳修在子部方

面有所建树。此两种文化倾向，一是宋人的重知识，二是宋人的重闲趣。归结到一点，则是宋代的士大夫

文化建构日益强化，并最终定型为较为稳定的人格范式、知识体系和人生趣尚。宋代子部的繁荣，很大

程度与宋人的重知识、重闲趣密切相关，即由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兴起所决定。作为思想上严守儒家立场、

排斥佛老等诸家异说的欧阳修，之所以能留下像《洛阳牡丹记》《归田录》《笔说》《试笔》《砚谱》之

类的子部著作，也与他在知识世界涉猎广博以及作为士大夫对生活情趣的追求不无关系。他的这些子部

著作，《归田录》已见专门讨论，《笔说》等主要涉及诗话、书话内容，诗论和书论研究时亦有论之者，这

几种著作在本文将搁置不谈，仅以《洛阳牡丹记》为例试加研讨。

《洛阳牡丹记》是欧阳修子部著作代表作之一。今天虽然读之者不太多，但在宋代该著广为流传，影

响极大。南宋周必大《欧集考异》载：“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谱》一卷，乃承平时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

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后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

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余言……后有梅尧臣跋，盖出假托也。”[13]（P131）《牡
丹谱》为其别名，从版本而言周必大所载应为假托本，就接受角度来说恰恰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即

南宋初期欧阳修该著的影响之大，以至士大夫几乎家家有其印本。且凡假托者往往借助两个要素产生，

一是“假托”之人为名流，二是假托之著作形式必为当时所流行，如明代假托李贽、钟惺之评点，既是因

为钟、李名望之大，也因评点为明代盛行的著作形式。所以，假托现象不但说明了欧阳修名望之大，也

说明《洛阳牡丹记》为当时有影响力的著作。影响力的产生，除欧阳修的名望之外，或许与另一个名望

同样很高的大家密切相关，此人便是北宋名臣、在书法上称“宋四家”的蔡襄。此前，我们很少注意到在

中国古代有深刻影响力的书法当其盛行时对诗、文创作和传播产生的重要媒介作用，当然也包括诗、文

对书法产生的同样作用，现在至少在欧、蔡之间我们注意到文学家与书法家、文学与书法互相借重的客

观事实。欧阳修《牡丹记跋尾》记载，蔡襄“独喜书余文”。一位是文坛大家，一位是书坛名流，蔡书欧

文，原本就是文坛、艺林叹为观止的佳话。这件事从文的角度来看是文以书传，从书的角度来看是书以

文传，所以无论是对欧文还是蔡书来说都是扩大了影响力。据欧自言，其文如《陈文惠公神道碑铭》《薛

将军碣》《真州东园记》《杭州有美堂记》《相州书锦堂记》《集古录目序》《洛阳牡丹记》，皆由蔡襄所

书。其中《牡丹记》为其绝笔，“刻而自藏于其家”，又派人将模本送到任亳州刺史的欧阳修手中，使者在

返闽途中，襄却已经去世。时已年过六旬的欧阳修也“老病不能文者久矣”，为此他特撰这篇《牡丹记跋

尾》，“书以传两家子孙”[14]（P1903）。南宋的陈振孙在其《直斋书录解题》中明确记载了蔡襄所书直接
促使了《洛阳牡丹记》的盛行：“《牡丹谱》一卷。欧阳修撰。少年为河南从事，目击洛花之盛，遂为此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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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君谟书之，盛行于世。”[5]（P297-298）这便真实地印证了文以书传的现象。
《洛阳牡丹记》在宋代的广泛影响，可以得到目录学以及相关文献载录的有力佐证。略早于周必大

的郑樵在其《通志》中已确载“《洛阳牡丹记》一卷，欧阳修撰”，并归之于食货之种艺类 [15]（P784）。
与郑樵基本同时的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亦载：“牡丹谱一卷。右皇朝欧阳修撰。修初调洛阳从事，

见其俗重牡丹，因著花品，凡三篇。”其归类则置于子类之农家类 [4]（P540）。稍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
解题》同样载入该著，归类沿袭晁志，亦属农家类 [5]（P297-298）。该著另载佚名《牡丹芍药花品》七
卷，谓“录欧公及仲休等诸家《牡丹谱》、孔常甫《芍药谱》，共为一编”[5]（P298）。成书于南宋咸淳九
年（1273）的左圭《百川学海》，正式收入欧阳氏《洛阳牡丹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
篇 [16]（P402-405），与晁志所载完全吻合。再有一条材料，可以作为《洛阳牡丹记》进入宋人阅读视野
的真实反映，即洪迈《容斋随笔》卷二“唐重牡丹”条所引：“欧阳公《牡丹释名》云：‘牡丹初不载文字，

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者，彼必形于篇什，而寂无传焉，唯刘梦得有《咏鱼

朝恩宅牡丹》诗，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而异也。’……然则元、白未尝无诗，唐人未尝不重此花

也。”[17]（P17-18）洪迈的引文见于《洛阳牡丹记·花释名第二》，文字是节引，虽然对欧阳修原文的意思
有误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引用本身反映了洪迈对《洛阳牡丹记》的阅读，也反映了该著在宋代的

实际传播。

今天以 20 世纪以来文学学科和文学史、作品选为基础形成的文学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带有结果
主义的局限性。所谓结果主义，就是仅以优秀作品赏析或审美为特色的文学接受，只看作品好与不好及

好在哪里等，而忽略了文学之外更丰富的内容。若要认识《洛阳牡丹记》的价值，就要突破审美的结果

主义局限。为此，本文将给出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即从著述史、目录学史和生活史、文化史来重新审视这

部曾经产生深刻影响的不凡著作。不仅《洛阳牡丹记》如此，中国古代留下的许多著作都需要用这个视

角来审视，以便重估其价值。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是影响了著述史的一部书，其独特意义首先在此。而说它影响了著述史，主

要是它促使了著述史中兼有农业种植、世人生活和文人闲趣于一体的花谱类著作的形成与发展。虽然

他的《洛阳牡丹记》不算最早的花谱类著作，但若翻开目录学集大成的《四库全书总目》，就能发现“谱

录类”的“草木虫鱼”之属的第一种著作就是他的《洛阳牡丹记》。宋代早于欧阳修的此类著作，还有僧

仲林《越中牡丹花品》，载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5]（P297），因未能传世，影响力有限。在著述史
上，“牡丹记”或“牡丹谱”成为一个成员不小的家族，真正的奠定者为欧阳修。今据王宗堂注评《牡丹谱·

导读》有关梳理，欧著之后有宋代丘濬《牡丹荣辱志》、张峋《洛阳花谱》、李英《吴中花品》、沈立《牡

丹记》、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张邦基《陈州牡丹记》《洛中花品》、佚名《江都牡丹记》、陆游《天彭

牡丹谱》、胡元质《牡丹谱》、佚名《牡丹芍药花品》，元代姚燧《序牡丹》，明代朱橚《朱氏牡丹谱》、严

郡伯《亳州牡丹谱》、薛凤翔《亳州牡丹史》，清代苏毓眉《曹南牡丹谱》、钮锈《亳州牡丹述》、余鹏年

《曹州牡丹谱》、计楠《牡丹谱》以及赵孟俭、赵世学《新增桑篱园牡丹谱》等相继的作品 [18]（P7-27）。
这些书虽然不少已经散佚，但从现存诸书来看，通常都受到欧著的影响，书中往往有相关交代：

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张邦基《陈州牡丹记》）[19]（P15）
于是博求谱录，得唐李卫公《平泉花木记》，范尚书、欧阳参政二谱，按名寻访，十始见其

七八焉。（周师厚《洛阳花木记》）[19]（P109）
洛花见纪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陆游《天彭牡丹

谱》）[19]（P19）
《洛阳花记》云，以棘数枝置花丛上，棘气暖可以辟霜，亦一法也。（薛凤翔《亳州牡丹

史》）[18]（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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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欧阳公于钱思公楼下小屏间，见细书牡丹名九十余种，及其著于录者，才二十余种耳。

今曹州乡人所植，盖知之而不能言，而士大夫博雅稽古者，又或言之而不切时地。（余鹏年

《曹州牡丹谱》）[18]（P186）

上述材料包括了宋、明、清三个历史时期，也就说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影响形成了一条历史脉络，

成为牡丹进入知识视野和文化书写的历史。其中，仅第一种没有直接提到欧著，但作者张邦基为两宋之

际人，所谓“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19]（P15），显然是指又名《牡丹谱》的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或
至少首先指的是欧之此著。至于其他数种著述受到欧著影响则是明确见于直接的文字表述，而且有一个

事实不可忽略，即“牡丹谱”或“牡丹记”由洛阳而陈州、天彭、亳州、曹州，或者说陈州、天彭、亳州、曹州之

有“牡丹谱”或“牡丹记”，完全是受到欧阳修洛阳牡丹书写的直接启发和影响，是一种洛阳牡丹书写辐射

现象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有记有谱或有史，便当归于北宋大文豪欧阳修。仅举一例，如张邦基

之所以记载陈州牡丹，是他认为，陈州牡丹比洛阳更盛且多，而洛阳牡丹已有花谱载录，而陈州则无，也

就是说欧著直接触发了他的写作动机。

从著述史的内在因素来说，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启发意义或范式意义也是突出的。后来的那些

同类著作，多以“记”“谱”“品”为名，明显因袭了欧著“牡丹记”“牡丹谱”和书中“花品序”之“花品”的

命名方式，显示了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直接关系。若具体到书的内容，欧氏影响所及也有迹可寻。

丘濬“援引该博而迂怪不经”[5]（P298）的《洛阳贵尚录》“事为牡丹作也”，在今存世的《牡丹荣辱志》
中作者序曰：“意以荣辱志其事。欲姚之黄为王，魏之红为妃，无所忝冒。”[19]（P10）全书内容按“姚黄为
王”“魏红为妃”“（牛黄为）九嫔”等结构，这可以从欧著中找到渊源。《洛阳牡丹记·花释名》曰：“魏家花

者，千叶肉红花……钱思公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19]（P4）可见，将姚
黄、魏红比为王与妃的立意源于欧著，从作者大体与欧阳修同时¬、该著略晚于欧著而又“援引该博”以及

欧著在当时影响几个因素来说，该著受到欧著的直接影响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著名诗人陆游的《天彭牡

丹谱》受欧著影响更是显而易见。“洛花见纪于欧阳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载，载其著于天彭者。”[19]

（P19）此与张邦基说的有类似之处，而陆著《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的内容和结构，则完全遵循
欧著范式。

在中国古代，著述史与目录学史关系十分密切。目录学本身是历史的产物，由著述史决所，但对著述

史有制约作用。通常的情况是，著述越丰富则目录学分目越细致多样，也就是著述史对目录学史起着促

进作用。花谱或说通俗一点叫花书，目录学分类中最初归于子部农家类，但在《隋书·经籍志》农家类著

述仅收《齐民要术》等五种时，自然还见不到这一著述种类的踪迹 [20]（P679）。欧阳修参与编撰的《崇
文总目》于子部农家类亦尚未见花谱之类的著作 [21]（P146-147），农家类序即出于欧阳修之手，谓：“农
家者流，衣食之本原也。四民之业，其次曰农。稷播百谷，勤劳天下，功炳后世，著见书史。孟子聘列国，

陈王道，未始不究耕桑之勤。汉兴，劭农勉人，为之著令。今集其树艺之说，庶取法焉。”[22]（P1893）后来
花谱被归于农家类，正是符合了他说的“集其树艺之说”的界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部农家类著作

已上升到 27 种，较《隋书·经籍志》《崇文书目》皆有增加。该著在《齐民要术》后的农家类叙称“前世
录史部中有岁时，子部中有农事，两类实不可分，今合之农家”[4]（P527），即旧有目录分类中史部之“岁
时”与子部之“农家”至此合为子部农家一类，这是该类书增多的原因，但并非尽然，因为至少有 13 种
著作是宋代新出现的，有的还是《崇文总目》编撰时未有或不见收入的，特别是花木类如欧阳修《牡丹

谱》、蔡襄《荔枝谱》都是宋代新兴的著述种类。《郡斋读书志》对农家类著作的认识有一个值得重视的

地方，即作者提出的“士之倦游”与“农家”的关系问题 [4]（P527），这对农家类部分著作的创作动因不失

¬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丘濬为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则其生年大体与欧阳修相近。“寿八十一”，则其卒年大体在神宗元丰
或哲宗元祐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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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像欧阳修《牡丹谱》之类的著作何以会演变到农家著作之一类是一个富有启发

的回答，如《宋史·艺文志》农家类著作超过一百部，单独花谱如《菊谱》《牡丹谱》《芍药谱》就达到十

来部 [23]（P3463-3465）。
著述史的这一发展，促成目录学史的相应变化，因为宋代以来包括花谱在内的生活类著作的不断增

加，在目录学史上一类新的著作类别“食货”开始出现。郑樵《通志·艺文略》于史类列出“食货”一类，

下分货宝、器用、豢养、种艺、茶、酒之目，其中种艺之书达到 20 多部，除少数如戴凯之《竹谱》、王方庆
《园庭草木疏》等几部为宋前著作外，多为宋人著作，花谱类除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之外，还《名花目

录》《花品》《海棠记》《洛阳花木记》《洛阳花谱》等多种 [15]（P784）。《通志》在诸子类中另有“农家”
之属，收入《齐民要术》等著 12 部 [15]（P797）。包括花谱在内的种艺之书从农家类分出，这说明此类著
作的兴起足以成为独立的一类。随着该类著作日渐多见，其区别于农家类著作的性质也明朗起来，此在

宋前则不可能。这两点应该是促成目录学家调整书目分类的客观原因，是著述史影响目录学史的重要事

实。清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仍将花谱之书归于“食货类”[24]（P252），体现了目录学史的前后相因。
我们注意到，《隋书·经籍志》还不曾设立“食货”的类别，《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

目》亦未见。目录学史上“食货”类别的出现以及该类著述的日渐丰富，可以认为是宋代以后著述更贴近

生活的一种迹象。于是，种艺、赏玩也就成了打通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文人生活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方式，

由此生活史、著述史、目录学史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勾连。这个勾连得以引发，开其端的一个重要

人物就是欧阳修，一部重要的著作就是他的《洛阳牡丹记》。

《洛阳牡丹记》花谱类著作的兴起，还改变了目录学中“谱系”或“谱谍”类著作的性质。宋人目录著

作也有将花谱归于“谱谍”或“谱系”一类的，自此“谱系”“谱谍”名目下装载的内容与以前已不相同。该类

著作在目录分类上归于史部，《隋书·经籍志》已列“谱系”，《竹谱》《钱谱》因其书名带“谱”字亦收入其

中 [20]（P667）。《旧唐书·经籍志》称“谱谍”[25]（P1363-1364），《新唐书·艺文志》沿之 [26]（P978-980），
但皆未收《竹谱》《钱谱》后世归于“食货”或“农家”之类的书。《崇文总目》则取消“谱谍”之名，替之

以“氏族”，原应归“谱系”或“谱谍”的《元和郡主谱》《皇孙郡王谱》之类著作收入此类。《遂初堂书目》

沿袭了这种做法，只是名目由“氏族”改为“姓氏”，而其子部仍见“谱录”一类，不过这里所指的“谱录”与

《隋书》及两唐书所指已完全两样，收录的是《宣和博古图》《文房四谱》《沈氏香谱》《酒谱》及《欧

公牡丹谱》（即《洛阳牡丹记》）之类的生活类书籍 [27]（P9，16）。《四库全书总目·谱录类叙》：“惟尤袤
《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

无可系属者。”[12]（P1525）这里讲到的“谱录”在目录学史上其实已属“新谱录”，即名目为旧、内容则新。
这一变化解决的问题是，像旧有著述《竹谱》《钱谱》有了真正的归属，不用再“寄身”它处，日益兴起的

生活类、文化类著述如花谱、酒谱之类都有自己的目录家园。为此，我们看到了目录学史上一种现象，即

目录分类的不稳定性，这既表现为新的目录名类的设置如“食货”类，也表现为旧的目录名类的被改造如

“谱录”类。这是著述史发展造成的。有时某一著作引发了一类著述的兴起，从而改变了著述史，也改变

了目录学史。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毫无疑问是发挥过这一作用的。

今天文学史的历史渊源，有重要的一支实源于生活史发展之结果。现代出版和阅读的世界里，都有

一类堪称时尚的读物，就是生活类图书。此类图书之发达，标志着文化步履对社会生活的紧随趋附。这

种现象，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砚谱》、蔡襄《荔枝谱》《茶录》之类著作。2012
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生活经典”丛书数十册，除少数几种为宋前著作外，其余多出自宋、明，宋代收入

欧阳修《牡丹谱》、窦苹《酒谱》、朱长文《琴史》、张学士《棋经十三篇》等。2016-2017 年，浙江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艺文丛刊”数十册，主要亦为宋、明、清三代的生活和艺术类读物。单生活类，宋人著作

就有蔡襄《茶录》、黄儒《品茶要录》、洪刍《香谱》、赵希鹄《洞天清录》、宋达叟《蔬食谱》、林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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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清供》、高似孙《蟹略》《砚笺》等。2016 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博雅经典”丛书 20 册，同样是生
活、艺术、文化类读物，如《牡丹谱》《梅谱》《兰谱》《菊谱》《瓶花谱》《书谱》等，其中《牡丹谱》收宋

至清牡丹著述六种，宋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等四种。2017 年上海书店出版“宋元谱录丛编”百余种，
包括《茶录》外 10 种、《北山酒经》外 10 种、《文房四谱》外 17 种、《百宝总珍集》外 4 种、《洛阳牡
丹记》外 13 种、《范村梅谱》外 12 种等，主要为宋人著作，如《洛阳牡丹记》外 13 种，除附录五代张
翊《花经》外，其余 14 种即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丘濬《牡丹荣辱志》、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
《天彭牡丹谱》、胡元质《牡丹谱》、王观《扬州牡丹谱》、周必大《玉蕊辨证》、陈思《海棠谱》、陈翥《桐

谱》、周师厚《牡丹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楚辞芳

草谱》。以上丛书命名不一，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生活经典”“艺文”“博雅”“谱录”包含的这些图书一

再出版，说明这些图书内容与现代人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的基础是人对生活、艺术与情趣的追

求。二是溯其渊源，生活史、文化史和著述史出现的这种重要现象，全面奠基于宋代，又以明代蔚为大观。

宋人于生活、艺术、文化方面的著述，其内容涉及方方面面，许多领域或视角都是此前未曾涉及的。虽然

有的研究者，将此归因于“宋代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并把宋代此类书籍视为“生物种类专门著作”[28]，

但着眼于“科学技术”不如从宋代社会生活来解释这种著述现象更合理。宋代社会相比它之前的社会，已

发生根本变化，宋人生活与前人有了根本不同，这样便使宋人的生活体验和知识视野开始全新的建构。

逮至明清，尤其是明代，承宋之余绪，大量生活、艺术、文化类著述涌现，标志着宋代那种文化品格向后代

的延伸，体现的是人的生活内涵更丰富，特别是士人阶层日益成为社会中坚，社会生活朝着更丰富、更浪

漫、更风雅的方向迈进。三是现代人之所以青睐于宋以来此类著作，阅读和写作都延续了这种文化趣味，

意味着著述、文化与生活的一体化是宋代以来的总体倾向，这种倾向既源于生活，带动了著述与文化，又

受惠于著述，影响了生活与文化，主要通过文人与文学的媒介得以播散与传承。这是生活、著述、文化共

同汇成的一股脉流，宋代是这一脉流的源头，欧阳修是宋代这一脉流的重要发端者。后人特别是士人的

生活、著述和文化都因此而有所改变，虽然影响并不能尽归于一人，但欧阳修是重要贡献者则是无疑的。

四、从子部视野重估欧阳修

子部视野能够为欧阳修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路径，子部视野下的欧阳修无疑能扩展、丰富、补充或

者说刷新我们已有的认识，从而达到文学史以及思想史、文化史对欧阳修的一次价值重估。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思考：首先，子部建构了欧阳修的思想、知识和著述或创作；其次，同样讲

子部建构，每一作家都有其个性，即其子部世界与他人不尽相同，欧阳修的子部世界必然是“欧阳修式”

的，恰是这种子部建构的差异性造成了作家的思想、创作及其影响的差异性；其三，欧阳修以其子部著述

及创造对子部、子学产生了建构作用，这不仅仅是一个创作问题，而且是一个创制问题。创作是指具体

的著述，创制则指对目录学类别的改造或建立。可以说在子部、子学方面，欧阳修的子部创作起到了目

录学创制的作用，这是他的重要文化贡献。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便可寻求到解读欧阳修的子部视野。

我们有必要把欧阳修放在经、史、子、集四部体系中来把握其知识结构的特点。显而易见的是，在这

个体系中他无疑是一位以经、史为知识根基的作家，子部虽也是其知识结构的要素，但并不构成他的知

识根基，其集部的知识根基也主要是经、史而不是子部，这一点与苏轼是有很大区别的。苏轼的知识根

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庄、禅，这在传统目录学归于子部，也就是说子部是苏轼知识根基的重要部分，而在

欧阳修则并非如此，这是欧苏异趣不可忽视的一个关键点。再放在子部体系之内来看，子部是一个内容

无比庞杂的知识世界，以欧阳修参与编纂的《崇文总目》为例，子部所涉包括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

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兵家、类书、算术、艺术、医书、卜筮、天文占、历数、五行、道书、释书，达 20
类之多。后来《四库全书总目》归为 14 类，即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
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这个庞大的知识世界，以其丰富性、开放性提供了古代士人知识遨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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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空间，也成为培养古代士人于经、史之外思想素养和知识兴趣的重要园地。所以，子部、子学越发达

的时代，知识也就越广博，思想则越丰富多样、自由活泼；子部、子学越发达的人，通常也越具个性和创造

力，有的甚至被斥为异端，这又使古代思想家对子部、子学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以避免正统思想的非议和

打击。子部是认识中国思想史和思想家的一个重要标尺。就一人而言，几乎没有兼赅子部全部类别的可

能，这必然造成古代士人子部知识的取舍和分趋，如除归属儒家者最为常见外，又以偏重于道家、释家、

纵横家、杂家、艺术、小说家等为多。这一点到了思想发达、子部繁荣的明代中后期最为突出，例如顾宪

成、高攀龙、刘宗周、黄道周等致力于儒学，李贽、焦竑、袁宏道、钟惺等游心于庄、禅，唐寅、徐谓、董其昌、

李流芳等放情于艺术，钱希言、陈继儒、冯梦龙、凌濛初等热衷于小说，这就形成了儒家之文、庄禅之文、

艺术之文和小说之文等，中晚明著述与创作之大概亦即在此四端。中晚明思想、文化和文学之所以大放

异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恰是子学的异彩，而非经、史之学的异彩，虽经、史之学同样取得了发展，但也是

被子学浸染的经、史之学，折射的是子学的光芒。

是否涉猎子部、子学，涉入什么样的子部、子学，决定了古代士人思想和知识的趣向。包罗万象的子

部向古代士人开放了无限可能的世界。子部、子学可以依其性质大体划分为四大类型：儒、道、释、法、名、

墨、纵横、杂主要属于思想类；兵、农、医、天文算法、术数主要属于实用类；谱录、类书主要属于知识类；小

说、艺术属于文化创作类。其中，思想类中的儒属于正统，余则为非正统。杂家、小说家的情况又较为复

杂，有偏向于思想的，也有偏向于文献载录的。因此，子部或子学既向古代士人开放思想世界，也向古代

士人开放实用知识和艺术创作世界，在思想世界中则既向古代士人开放正统世界，也向古代士人开放非

正统世界。对不同世界的选择便决定了一个人子部、子学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趣向。

欧阳修子部知识、子学思想尚属正统儒学和知识类范围，性质是谨慎保守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

的思想张力，这便注定了欧阳修其人其著思想的丰富性、开放性的不足。这反映了欧阳修作为儒家思想

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特点，也反映了北宋前期儒家思想重建背景下时代知识结构的共同特点，同时还反

映了子学发展受到了儒学正统的约束。欧阳修子部知识、子学思想具有两个鲜明的个性：一是正统性，

二是知识性。前者体现在他对非正统的道、释、法、名、墨、纵横等思想，非但没有敞开视野，反而持以严

厉的批判态度；后者使他向生活世界和文化情趣开始触伸。这两点使欧阳修的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很大

程度上并没有溢出儒家。如果我们按是否排除正统儒家、儒学把子部和子学予以狭义与广义的划分，那

么可以说欧阳修的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尚属包括正统儒家、儒学在内的广义子部和子学范畴；我们按思

想非正统及开放性程度把子部、子学予以核心与非核心的划分，即佛老、庄禅、纵横等异端归于核心的

子部、子学，其余思想正统或知识性的则归于非核心的子部、子学，则欧阳修的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显

然还属于非核心的性质。对核心的即思想异端的子部和子学世界，欧阳修不仅未大胆涉猎，而且持抵制

甚至倾力批判态度。在思想史上来说，欧阳修对儒家正统的持守起到了振起儒家的作用，但也限制了他

本人的视野。他以其名望和努力，对非正统思想或者说儒家之外的异端思想起了较大的阻止作用。今天

的研究者很少有人把欧阳修当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来看待，而实际上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绝不

低于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对欧阳修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有精要的总结：“自汉以

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

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

以合于大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

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欧阳子没十有余年，士始为新学，以佛老之似，乱周孔

之真，识者忧之。赖天子明圣，诏修取士法，风厉学者专治孔氏，黜异端，然后风俗一变。”[6]（P316）从
孔子、孟子到韩愈，再到欧阳修，以此而论，欧阳修在思想史特别是儒学史上就是一千多年历史中的几个

丰碑人物之一，可见他的贡献之大、地位之高。宋代思想特别是儒学的转变首先是由欧阳修完成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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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后来的周敦颐和二程，却往往被思想史研究者所忽视¬。苏轼的论述自然是从积极角度评价的。如从

消极方面来看，恰是欧阳修严守正统儒学、反对异端思想，使他的知识视野和思想世界受到了极大限制。

尽管他强调“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29]（P305），又自谓“一生勤苦书千卷”[14]（P1514），但
其知识面的缺陷至今仍为人诟病。钱钟书《谈艺录》论“学人之诗”，引宋代刘敞讥“欧九不读书”之说，

又引清人阎若璩《困学纪闻笺》所谓“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并以为“要之欧公不

得为学人也”[30]（P177）。欧公为后人所讥者，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欠缺子部领域的佛教知识。欧阳修反
对佛教思想不遗余力，自然拒绝阅读佛书，而佛学自宋代以后几乎是大多士人的知识世界不可或缺的部

分。罗大经明确地说：“韩文公、欧阳公皆不曾深看佛书，故但能攻其皮毛。”[31]（P195）侧面反映的是韩
愈、欧阳修辟佛而不肯读佛书，在知识结构、思想水平上存在严重不足。欧阳修之后的宋人，似乎较普遍

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一“韩退之辟佛老”条有一段很长的文字，讨论了对思想史

产生不小影响的重要公案，并提出新看法：“退之《原道》辟佛老，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于是儒者

咸宗其语。及欧阳公作《本论》，谓莫若修其本以胜之，又何必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也哉！此论一出，

而《原道》之语几废……予闻释氏之论曰：‘欲破彼宗，先善彼宗。’……今之与佛老辨者，皆未尝涉其流

者也。”[32]（P87）这里记载了欧阳修辟佛之论的广泛影响，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欲破彼宗，先善彼宗”的
辟佛新思想、新策略，实际上也就指出了韩愈、欧阳修以及“今之与佛老辨者”知识欠缺的共同问题。人

若要成功辟佛，首先必须“善彼宗”“涉其流”，也就是加强佛学修养。陈善还载录了黄庭坚对韩愈辟佛思

想的质疑：“毗卢遮那，宫殿楼阁。充遍十方，普入三世。于诸境界，无所分别。彼又安能庐吾居？有大经

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藏在一微尘中，彼又安能火吾书？无我无人，无佛无众生，彼又安能人吾人耶？”[32]

（P87）黄庭坚、陈善、罗大经的观点，代表了宋人对佛教及韩、欧辟佛立场的共识。值得重视的是，他们
已特别注重佛学修养，佛学造诣甚至相当高。与韩愈相比，欧阳修“修其本以胜之”[33]（P513）远高于
“火其书”的极端做法，但“不曾深看佛书”韩、欧并无二致。后来的儒者并没有遵照欧阳修的做法，而是如

陈善所说“欲破彼宗，先善彼宗”，甚至主张融会佛老、三教归一。欧阳修之后的周敦颐、二程、张载以及

南宋陆九渊、朱熹，再到明代的王阳明等，无一不加强了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恰因如此，欧阳修在儒家思

想地位重振方面，正如苏轼所说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他不是宋代理学的奠定者，宋代理学以及明代

心学的建立，是由一些有佛学造诣的儒家思想家完成的。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北宋中后期直到明代的

儒家代表人物以及不少士人，都是朝着“欲破彼宗，先善彼宗”路子走的，这也就大大改变了儒家知识群

体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境界。

五、子部作为研究方法的启示

子部不仅是研究对象，而且可以视为研究方法来运用。作为方法的子部，即是就子部为解决其他领

域问题提供路径、视角、启发等而言。这种方法，旨在对作品构成的基本质料加以分析，考察一个作品是

由什么写成的，而且主要着眼于构成一个作品的子部成分。

子部可以提供新的路径。以欧阳修为例，可以循子部路径观照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以解读欧阳修文

学创作中受子部知识结构影响而形成的根本特点。例如，借助洪本健先生《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可以

运用子部方法于欧阳修的研究：不难发现，欧阳修诗文据经、史者多，据子者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由这

个判断我们大体可以把握欧诗欧文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性质，领会其基本的审美趣向。从引文情况分析，

我们注意到欧阳修诗文引用频率高的是经、史或儒家类文献，如《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

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孟子》《荀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

¬ 近年有《中国儒家史》（宋元卷）单列《欧阳修的儒学思想》一章，可见对欧阳修的高度重视，但并没有对欧阳修在宋代以及整个儒学史上的

贡献和地位加以阐释，具体的内容仅涉及“论本末”“论朋党”“论正统”“经学”，没有借鉴苏轼对欧阳修思想及儒学贡献的纲领性评价并加以深

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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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北齐书》《韩愈集》等，这就基本划定了欧阳修的知识领域及其作品思想场域的边界，一个更加具

体化的文学家欧阳修被凸显出来。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首先，欧阳修的思想鲜明地表现出正统性，那

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正统性的形成呢？关键之处就在于他的知识结构，不出经学、儒家和正史的范

围，或者说经学、儒家和正史支撑了欧阳修的知识结构及其思想的正统性。其次，欧阳修的文风突出体

现为纯正性，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种纯正性的生成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的知识结构，其知识、

思想主要游走于经学、儒家和正史的场域之中，儒家经典和正史不仅是其诗文构成的质料及思想成分，

同时决定其诗文思想性质和审美倾向囿于经史之诗文、儒家之诗文。其三，正统性和纯正性固然是欧阳

修思想和文学的重要特点，那么，欧阳修是否存在思想和文学的不足，其不足主要又是什么，原因何在？

从知识结构来解读，这一问题同样清晰可见。以经史和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知识结构，无疑弱化了欧阳修

的思想力度，也影响了其文风。文学上的欧阳修主要是在文法、文气和语言等层面取得极高造诣的杰出

作家，而不以思想的自由、开放和创造著称。这一点以他最为传世的名篇就可以印证。拿《醉翁亭记》为

例，如果以思想论，它表现的不过是文人的自然情怀和儒家与民同乐的观念，是屡见不鲜的陈旧主题，属

于文学史长期以来尤其是古典时期文人诗文创作中常用的共同主题或者说基本母题，不具备个别性和

独创性。所不同者在于，作品以文人情怀将儒家观念诗意般地包举起来，又用整散相间、精彩优美的语

言和回环往复的文气加以传达和表现，其高妙之处主要在于艺术形式所达到的高度。我们注意到，古代

文学中使用共同主题写作是普遍的，特别是儒家思想系统内的文学家，基本属于共同主题的写作者，欧

阳修就是属于这样的文学家，而且是典型的一个。他的另一名篇《丰乐亭记》，同样是共同主题的写作，

与《醉翁亭记》有大体相同的表达方式，即文人情怀与儒家观念浑然一体。这里的文人情怀仍然是山水

之乐，儒家观念则是天下太平、物丰民乐以及“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34]（P1018）。从骨子里讲，《丰乐
亭记》相当于一篇政治文章，而具有不错的文学性。与《醉翁亭记》稍不同者，《丰乐亭记》主要是议史

论世，反映出正史成分是欧文的内核。儒家价值观作为作品的灵魂，则是二文以及欧阳修其他大多数作

品的共同特点，其文学的正统性、纯正性正基于此。

考察子部在欧阳修诗文中的构成要素，也可以发现其作品引文、用语出于儒家经典和正史之外者，

包括《老子》《庄子》《列子》《抱朴子》等道家类书，也包括《吕氏春秋》《淮南子》《山海经》《西京

杂记》《博物志》《世说新语》《搜神记》《拾遗记》《颜氏家训》等杂家或小说家文献。此以《庄子》为

例：迄今为止，研究者很少关注到欧阳修与《庄子》的问题，子部路径的研究可以开拓这一方面的视野。

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子部中欧阳修诗文引用《庄子》较为多见，可知在欧阳修的知识世界里，《庄

子》的存在不可小觑。但我们也注意到，《庄子》在欧阳修诗文中的出现主要是作为微观材料或语料来

用的，至多是局部思想而已，庄子思想没有成为欧阳修作品思想的核心。这种情况如《登绛州富公嵩巫

亭示同行者》云：“始疑茫昧初，浑沌死镌凿。”[33]（P44）此用《庄子·应帝王》儵忽报浑沌之恩而为其凿
七窍之典，是对“其后窜荆蛮，始识峡山恶。长江泻天来，巨石忽开拓”的想象，即描述贬谪夷陵之时所见

峡山的险恶，与《庄子》原有思想并无关联。又《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

时肆颠狂，醉墨洒霶霈。”[33]（P46）这是借助《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作则万窍怒呺”之风的描述来
形容梅圣俞作品文势雄健，气魄磅礴，其旨亦非《庄子》原意。另如《镇阳读书》“有类邯郸步，两失皆茫

茫”[33]（P57），《鹦鹉螺》“负材自累遭刳肠，匹夫怀璧古所伤”[33]（P119），《观鱼轩》“位望愈隆心愈静，
每来临水玩游儵”等 [33]（P463），都属用《庄子》典故之例，比前两例用意进了一层，前为取词，此为取
意。遍观欧集，引庄之语和用庄之典的作品略计 30 余篇，这从比例来说显然不构成其诗文知识含量的
主体，更别说构成其诗文思想的核心。

从主观上讲，欧阳修思想的主要价值倾向不是崇庄的，这一点我们从其自编的《居士集》即可得到

最起码的认识。《居士集》以古诗《颜跖》篇为全集之首，这种编排并非出自作品时间先后的考虑，而是



何宗美：子部世界中的欧阳修 · 73 ·

具有欧集中思想之开篇的作用。从作品时间来说，严杰《欧阳修年谱》系《舟中望京邑》《南征道寄相

送者》为天圣五年（1027），当为欧集中诗作的处女作 [35]（P22）。古诗中，《七交七首》“据题下注，天圣
九年（1031）作”[14]（P1261），或为欧集该类诗的最早作品。但这几个作品皆不被《居士集》所收，仅见
于《外集》。《居士集》中的作品据题下注来看，也未严格遵循时间先后编排，《颜跖》“原未系年，作年

不详”系于首篇，《猛虎》“据目录题下注，景祐三年（1036）作”系于《游龙门分题十五首》“据题下注，
明道元年（1032）作”之前，《送吕夏卿》“据题下注，庆历二年（1042）作”系于《忆山示圣俞》“如题下
注，庆历元年（1041）作”之前 [33]（P2，3，7，20，21）。这样实有理由说明，《颜跖》居欧集之首，可以看作
是欧阳修为其自编《居士集》确立思想基调的主观考虑。该诗以儒家的理想人物颜回与《庄子》所赞扬

的盗跖对比成篇，诗曰：“跖身一腐鼠，死朽化无形。万世尚遭戮，笔诛甚刀刑。思其生所得，豺犬饱臭腥。

颜子圣人徒，生知自诚明。惟其生之乐，岂减跖所荣？死也至今在，光辉如日星。”[33]（P1）这显然是一篇
诗形式的人物论，作者集中塑造的两个形象在此代表的是儒、道对立的两种人生范式，欧阳修借此诗篇

讨论的是人的生死与不朽的重要话题，一褒一贬、一取一舍之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儒家价值观的追求

和对《庄子》价值观的否定。作者将《颜跖》置于首篇，是一种开宗明义的做法，等于为《居士集》确立

了整体的思想立场。《居士集》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文本，还是一个体现价值倾向的思想文本。在欧

阳修自觉设计的文本体系中，庄子思想所处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不过，庄子思想在欧阳修一生中，也存在隐现不同和前后变化，这又是不可忽视的。在欧集引庄作

品中可以寻出蛛丝马迹，借此作为理解和研究欧阳修思想、文学的一个标尺或切入点：如果把《颜跖》

视为欧集作品真正的思想起点，那么另一篇题为《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的长篇古诗则

为欧集思想的一个拐点——它与《颜跖》结构相似，同样由两个形象构成其基本内容，其一“地僻与世
疏，官闲得身佚”即作者自己，另一则是“轗轲卧蓬荜”的西邻高士，但二者已非隔膜与对立，而是“无言两

相忘，相对或终日”[14]（P1315）的相融与默契，与《颜跖》篇中两个形象的截然对立已完全不同。诗作
于欧阳修贬谪夷陵期间，虽然不能说此时的他已蜕变为一个庄子主义者，但其思想出现了一个显然的特

点——相融性，即儒、道浑然一体，彼此不加排斥，由此表现为内在思想、文学形象和语言表达儒、道边界
的相对模糊。当然，这种状态并没有一直持续不变，但作为一个阶段的思想与创作心态曾经客观存在则

是可以肯定的事实。循此便可真切把握贬谪时期欧阳修思想、情感、文学世界中那些深微层面，真切把

握欧阳修一生思想、情感、文学的流变。值得注意的是，其后到了庆历五年（1045）所作《镇阳读书》又
出现了新的转折点。该诗与《颜跖》《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一样，也书写了两个形象，一

个是文学家、好友石介，一个是作者自己。不同的是，两个形象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二者表现为同道，且

前者为后者的榜样。写石介“圣经日陈前，弟子罗两厢。大论叱佛老，高声诵虞唐”，而自己“官荣日已宠，

事业闇不彰……却欲寻旧学，旧学已榛荒。有类邯郸步，两失皆茫茫”[33]（P56-57），艺术上仍用对比，但
属于同类之比。作品提供的思想信号很清楚，随着“官荣”的地位，欧阳修的思想界限再一次明确起来，

对佛老完全持对立的态度，所以诗篇虽也有对《庄子》“邯郸学步”之典的引用，但不过是语词借用而已，

只形容自己“寻旧学”的无所建树，庄子思想则荡然无存，这又似乎回到了《颜跖》描写的状态即欧阳修

早期思想的情形。但往后看，这种思想状态到了其年龄渐老的时期又明显不同，庄子思想再又局部地被

容纳进来，与其正统的儒家思想渐又有了浑融相存的关系。此在其人生后期变得越加明朗，所以后期的

引庄也出现了新迹象。我们从《鹦鹉螺》《寄圣俞》《鸣蝉赋》《病署赋》《鹘》《憎苍蝇赋》等篇的共同

特征，足以形成这样的认识，而《六一居士传》则可作为一个结点来特别看待：如果把这一名篇当成欧

阳修晚年文风的代表作，但这种文风代表的显然不是欧阳修一贯的文风。如果以儒家文风与庄子文风来

区分，欧阳修的一贯文风显然是儒家的而非庄子的，但《六一居士传》则是庄子似的。这篇自传不仅行

文风格似庄，而且内容所及不外“更号”“逃名”“吾之乐”“世之累”以及“累其形”“累其心”等话题，最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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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宜去”者三 [34]（P1130-1132），熟读《庄子》者一看便知，毫无疑问它属于《庄子》似的文学散文。
以此而言，后世所谓“六一风神”严格意义来讲就不能排除庄子风神的内涵。

至此，我们不难形成富有启示意义的几点综合认识：首先，欧阳修的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在正统儒

家与异端佛老对立之外，还存在一个过渡性的“第三地带”——《庄子》与庄子思想，这使他的思想和创
作于正统、纯正之中也带有一定的自由和超越，在排斥佛老之时偶又向佛老相近的庄子思想敞开一扇小

窗，由此决定他的儒家思想体系并不是完全封闭的。其次，与儒家经典、正史相比，包括《庄子》在内的

子部虽然不占欧阳修知识结构的主体，但思想价值不以构成大小而论，庄子思想因其异质性恰恰成为引

发欧阳修思想、情感、文学之新变的重要因子。再者，欧阳修存在隐、显两个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整体

而言，儒家经典、正史和儒学思想是他知识和思想的显世界，《庄子》与庄子思想则属于隐世界，但隐的

知识和思想世界又存在时隐时现的状态，由此构成他知识世界和思想世界的基本特点，也产生一定的可

变性和丰富性。最后，欧阳修一生存在前后变化，这种变化看似不那么明显，却有表现深微的一面，变化

的外在诱因是其仕途之升迁、阅历之积累，说明欧阳修思想的功利性、世俗性十分突出，而内在诱因则以

《庄子》与庄子思想为其重要方面，成为其超功利、超世俗的精神来源。如果把《颜跖》大体看作欧阳修

思想起点时期之作，《六一居士传》大体看作其思想终点时期之作，这既显示了他的儒家思想之流变，也

显示了他庄子思想之流变，前者由正统、纯正变而相融、通达，后者由隐约、排斥变而明朗、容纳，但变化

并非一以贯之，而是时断时续，由此形成一些板块式思想时段，但精神世界总的趋势是由冲突心态到浑

融心态。上述几点应该是把握欧阳修思想、情感和文学的关键所在，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家甚至一般作家

的考察不无范式意义。

讨论欧阳修的子部世界及其知识结构问题，除对欧阳修研究有启示作用外，还有更广泛的意义，包

括经典作家的个案研究、作家与作家比较研究、文学史特别是断代文学史研究、接受史既包括作家接受

史也包括断代文学接受史研究等，都可以开拓新思维、新路径。

关于经典作家甚至一般作家的个案研究，本文提出的从知识结构入手的研究途径无疑是有普遍应

用空间的。考察作家的知识结构不一定局限于子部，经、史、子、集四部的整体考察会有更宏大的视野，

但子部仍然是最具特别意义的一个领域。子部庞杂多元、无所不包甚至离经叛道，是经、史、集不能比的，

所以对一个作家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的考察，意义就非同一般。从子部考察作家的知识结构，不仅可以

为解释一个作家思想、情感、文学是否具有个性，剖析构成其作品的知识成分与思想来源，还可以有效地

用于作家的比较研究，判定不同作家因知识结构不同特别是子部知识的差异所产生的思想分趋和文学

差异，在此基础上既揭示文学思想产生的知识基础和文学风格形成的知识因素，同时对探讨一个作家何

以具有思想创造力和文学创新力的内在动因，从而寻求到文学发展的重要规律。一般来说，子部知识越

广博、子学思想越丰富，则意味着被正统性束缚相对较弱，思想的开放、多元、自由、活泼则更突出，创造

性则更强，反映在文学则更具有思想情趣和审美情趣。我们从苏轼、李贽、袁宏道、张岱等杰出作家得到

有力佐证，甚至更早的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王维、柳宗元等，也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由

此上升到一个基本的结论，中国作家特别是能突破正统思想束缚、极大地获得思想创新力的作家，子部

就是他们必然要对自己敞开的富有伟大思想意义的知识世界，甚至对未来的中国作家来说，谁的子部知

识更深厚，子学思想更多元活泼，谁就可能成为思想更具创造性、文学更具性灵的作家，正如苏轼等人一

样。这实际是关乎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规律性认识。

子部、子学深刻影响于文学史是显而易见的。文学的时代性，既由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现实因

素所决定，还由时代的知识结构特别是士阶层的知识结构所决定。子学思想和子部著作发达的时代，往

往也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比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就是文学发展的几个关键时

期。这些乱世给包罗万象、思想多元的子学留出了发展空隙，而子学的发展为文学家和文学提供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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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活力。归结起来，文学发达的直接原因是子部的发达，而不是乱世本身，因为文学不发

达的乱世时代还有不少。子部考察对促进断代文学史和整个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很有助益。以晚明为例，

这是子学繁荣促进文学繁荣的典型时代。若仅限于流派、小品文风、地缘、家族等研究，必然会忽视一个

基本要领，即这一时代整体的知识结构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子部作为士阶层主要知识构成这一事实。所

以，晚明文学的研究，要加强对这个时代子部知识和子学思想的研究，加强对经典作家知识结构和子学

世界的研究。这对解决晚明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一些问题都将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可以从不同历史时期

作家个人知识结构和子部知识、子学思想的考察，获得对明前中期与晚明文学之不同的有益解释，探求

明代文学演变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因素；可以从不同文学流派的知识结构及其子部世界差异性的研究，把

握明代文学流派林立、观念对峙的深层诱因，寻求从台阁体、茶陵派到复古派为什么没有实现文学革新

的历史转折，而到了李贽和公安派才完成了文学革新的使命。这种研究路径还可以启发接受史研究。以

明代文学而言，从司马迁、李白、杜甫的接受（复古派），到欧阳修、曾巩、邵雍的接受（唐宋派），再到

苏轼的接受（公安派），其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文学崇尚问题，而是意味着对纯粹文艺接受，还是理学接受

或庄禅趣味接受的选择。明代心学运动扩大了士阶层的知识世界，培养了他们的思想情趣，故经历了心

学运动洗礼、具有广阔知识背景、深邃思想素养的文人不再倾心于纯粹文艺，转而喜欢宋学影响下的宋

诗宋文，这是明代文学趣味的一大转变，但这种转变很快被庄禅趣味取代，所以尽管唐宋派在反复古派

的道路上进了一大步，而大势所趋则是由冲破理学束缚而以庄禅为思想个性的公安派来最终完成明代

文学的根本革新。唐宋派与公安派的区别，可以说就是在于推崇欧阳修、曾巩、邵雍和推崇苏轼的不同，

前者是理学的文学，后者则是子学的文学、庄禅的文学、非理学的文学。以此而论，明代文学各流派之不

同、各阶段之变迁，归结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士阶层和整个社会知识结构和思想趣味之变化。走向子

学是明代思想的整体趋势，走向子学的文学则是明代文学的整体趋势。这种趋势到了清代被重回经、史

的正统之学所打断，明代知识、思想和文学的发展方向便被根本改变。清代文学基本上可以说是根基于

经、史的文学，而非晚明根基于子学的文学，这尽管不能说是一种倒退，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然为另一种文

学，思想活力和文学趣味已远不如晚明。

明代文学及研究可以如是观，其他时代文学及研究也不妨作如是观。作为方法的子部与子学，将开

辟文学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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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yang Xiu in the World of the Zi Division
A Case Study of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Ancient Classic Writers

He Zongmei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ur divisions of Jing, Shi, Zi and Ji formed in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are not only a
classific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but also a kind of knowledge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ructure
has created a knowledge field and a knowledge path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oughts, academics,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writers. As a famous literary master in Song dynasty, Ouyang Xiu and his works have
also been included in the four divisions with regard to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He and his works are not just
in the collections of Ji, but can also be found in all four divisions. The common field of the four divisions has
produced a mutu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Ouyang Xiu’s works in the Zi division are relatively weak, but
their significance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riting history, bibliographic history, life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 For example, his Luo Yang Peony triggered the rise of a type of writing, produced
a new category of the catalog system, and revised the history of bibliography. His writings on life included in
the division of Zi have greatl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life, leisure and literature. Using the division of Zi
as a method will enable us to re-evaluate Ouyang Xiu and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ancient classic
writers as well as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reception.

Key words Ouyang Xiu; zi division as a method; bibliography; cultu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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